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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张洪波

”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

路堵死了”

齐鲁晚报：8月1日出院后，
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

张海超：呼吸比以前好太
多了，现在回家爬4楼也没问
题。

齐鲁晚报：还住在无锡？
张海超：对，术后每周都要

复查，来回跑不方便，在这边租
房住。

齐鲁晚报：感觉你还是不
时咳嗽。

张海超：手术后每个人都
有不同反应吧，有些干咳，没
痰。

齐鲁晚报：等身体好转了，
能恢复劳动能力吗？

张海超：基本上得4至6个
月，或者8个月，不可能恢复到
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后
还是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

齐鲁晚报：那是不是也要
重新考虑一下未来了？

张海超：肺移植以后很难
预料。现在我不愿意想那些事，
想太多了对自己有很大压力。
包括以后的医药费，我剩下那
些钱，也就够维持两三年的了。
先活下来再说。

齐鲁晚报：女儿也应该上
小学了吧？

张海超：是啊，我现在还没
有见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
查出尘肺病时的样子，她问我：

“爸爸，你要是不到40岁就走
了，那时候我多大？”

齐鲁晚报：手术后还要花
很多钱买药？

张海超：手术花了37 . 5万，
肺移植后前3个月，每月医药费
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调侃
说吃两粒药得五百多，像在大
饭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觉得
跟吃了两个小金豆一样，都不
敢多吃饭，生怕吃多了把小金
豆吐出来。

齐鲁晚报：不久前，公众才
知道2009年你其实获得了120

万元赔偿，而不是之前说的
61 . 5万。

张海超：那120万其实是封
口费。当时诊断出尘肺病的有
几十个人，企业说不可能每人
都给120万，他们让我不要把这
件事说出去，对外我只能说赔
偿了61 . 5万，这样可以降低企
业以后对其他工友的赔偿额
度，当时我迫不得已答应了。现
在顶着压力公布真实赔偿，就
是想借此为更多尘肺病患者争
取这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齐鲁晚报：当时别人也这
样？

张海超：据我了解，当时其
他工友对外说的赔偿款也少，这
都是为了配合单位对后来者减
低赔偿标准而不得已撒的谎。

齐鲁晚报：这120万在4年
后救了你的命。

张海超：当年我闹得最凶，
所以我得到的赔偿最高，有的
工友才拿到十多万。

齐鲁晚报：在尘肺病人维
权中，是不是谁闹得越凶，就能
拿到越多赔偿？

张海超：因为我是“开胸验
肺第一人”，不幸中的万幸，但
是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给堵
死了。

鉴定难度不是降低

了，是更难了

齐鲁晚报：所以有人想效
仿你，用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
注意？

张海超：是，经常有患者在
联系我时，提到自己也想开胸
验肺，因为依靠鉴定来维权的

路太难走了。如果在维权的道
路上屡屡受挫，就会有人走向
极端。

齐鲁晚报：不是有人说，张
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尘肺病鉴
定的难度降低了吗？

张海超：很多人都这么说
过，是张海超让难度降低了，其
实不然，是鉴定更难了。比如说
我原来去综合性医院鉴定，除了
职业病防治所说不是，其他医院
都说是尘肺病。现在呢，综合性
医院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他们
也不说你是尘肺病，只告诉你不
是肺结核、不是肺癌，你还得去
职防所鉴定是不是尘肺病。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医院
再多，但“说了管用”的还是只
有职防所。

张海超：对，有的工人去医
院时会录音，证明我是尘肺病，
但现在综合医院的医生都很精
明，他们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
干脆什么都不提。所以尘肺病
人的鉴定门槛实际上是提高
了，职防所说你是，你就是；职
防所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没法
说理去。而且鉴定都被当地垄
断了，一个大企业，很容易跟当
地鉴定部门打交道，很容易产
生问题。但跑到外地鉴定，法律

上又不支持。
齐鲁晚报：所以一些患者

就会觉得依靠鉴定根本无望？
张海超：是，有很多患者给

我发过信息，对当地专家完全
不信任，但他们偏偏又不能去
别处鉴定，所以很多人最后就
绝望了。

齐鲁晚报：那这个问题应
该怎么解决？

张海超：需要增大现行法
律的执法力度。比如说患者去
申请职业病诊断，单位拒不提
供相关材料，不提供材料的话，
诊断机构就不受理。职业病防
治法有规定，单位不提供，要求
鉴定的人可以去安监部门投
诉，一个月以内，安监部门必须
给出答复，由安监部门督促用
人单位交出材料，如果用人单
位还拒不配合，安监部门可以
出具用人单位拒不出具材料的
函，给职业病诊断机构，让鉴定
部门依据材料做出诊断，然后
安监部门对企业做出处罚，要
求整改。但很多安监部门去企
业时，企业都不搭理他们。所以
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光是要完
善立法，更重要的是执法。

“不要让尘肺病人

走极端才能引起关注”

齐鲁晚报：这4年帮人维
权，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海超：这种案子挺多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12月我
第一个代理的浙江省永康市黄
福华的案子，他是贵州一个农
民工，一些经历跟我很相似，农
民工鉴定尘肺病过程中所能遇
到的挫折，他几乎都遇到了。

齐鲁晚报：他都遇到了什
么难题？

张海超：他在单位体检了，
但单位和当地卫生院拒不告知
体检结果，还有就是企业在黄
福华去做诊断的时候，拒不提
供材料。我去找黄福华，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起诉给他们体检的
医院，因为医院隐瞒体检结果。
后来的判决也是挺可笑，不伦
不类的。二审判决说，这个医院
有告知义务，但是医院把体检
结果给弄丢了，无法告知。法院
就说，不能判你们胜诉，因为我
们让企业告知你们体检结果，

但他们弄丢了，没法执行，因此
法院只能驳回诉求。

齐鲁晚报：后来呢？
张海超：后来他遇到的问

题就是绝大部分尘肺病患者都
会遇到的了。诊断结果是二期
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
触史，因为企业拒不提供材料，
我就带他去相关部门讲道理，
最后卫生监督所的人答应去他
原单位检查，结果他们早就打
扫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说黄福
华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都合
格的话，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后
来黄被鉴定为二级尘肺病，鉴
定之后，企业不服，又去申请鉴
定，去省里面鉴定，我就去跟省
里说，你们要是把结论推翻，我
同样可以告你们。

从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
年5月份，最终鉴定结果是二期
尘肺病，但后来工伤认定企业在
程序上能拖就拖，又开始行政复
议，后来法院判了，可在赔偿时，
又发现企业虽然买了工伤保险，
但是没有足额买，给黄福华是按
最低工资买的。当地社保局的说
法是，只要企业给买了，是否买
够了，我就不再监管了……

齐鲁晚报：真是每一步都
一波三折。

张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
过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
了7次，律师又去了两次，这个
事还没结束，估计还要再去。刚
认识黄福华时，他住在5楼，噌
噌噌就上去了，现在走路都费
劲了，再拖人都拖死了。

齐鲁晚报：每个怀疑自己
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想诊断和
维权都这么难吗？

张海超：维权普遍是这种情
况，官司没有终结以前，拿不到
任何赔偿，一拖几年，有好多应
该拿到钱的人也已经病危了。拿
到赔偿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几十
万，医药费、生活费，到最后钱花
完了，人也死了，人财两空、家破
人亡。你说我算高额赔偿吧，但
现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过几
年，同样也是钱没了，人也没了。
不管钱多钱少，最后都难逃人财
两空的局面。

齐鲁晚报：那你为什么还
要坚持帮人维权？

张海超：我深知维权艰难，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丧失了
劳动能力，别的也做不了，自己
知道维权的艰辛和疾病折磨的
痛苦，还有带给家庭的压力，特
别同情这个群体。再加上自己
在尘肺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就想选择一些具有代表
意义的案子，一方面能帮助他
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另
一方面，也通过媒体的呼吁报
道，推动中国的法制进程。

齐鲁晚报：感觉这4年来尘
肺病人维权方面有进步吗？

张海超：工人尚未觉醒，公
众却已麻木。

齐鲁晚报：怎么说？
张海超：因为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开始
觉得这些人真可怜，后来一看
全国这么多呢，帮不过来了。我
现在帮着患者维权，哪怕这个
案子再有影响力、有代表性，如
果这种事情特别多的话，媒体
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
以，现在靠媒体的关注解决这
件事情不是根本、长久之计，还
得通过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
要让尘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极端
才能引起公众关注，我还是想
让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有一个
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决途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你还
相信法律？

张海超：我对有关部门充满
了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还是鼓励
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法律
是值得信任的，但对某些执法人
我是不信任的。

““相相信信法法律律，，但但不不相相信信某某些些执执法法人人””
“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代理的尘肺病人维权怪圈

王克勤：

国家需立法，接盘
600万尘肺病患者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开胸验肺、劫持人质这样的
事情，只是一个开始。我最担心的
是，在中国未来5到10年，尘肺病
患者的维权事件会以更加离奇、
极端的方式‘井喷式’地出现。”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
(以下简称“大爱清尘”)发起人王
克勤向齐鲁晚报记者连举5个数
据：当下中国患尘肺病的农民工
人数保守数字是600万；这些人面
临被活活憋死的命运，死亡率是
22 . 04%；他们均是30到40岁的中青
年人；每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青
壮年农民工被活活憋死；每年新
增两万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王克勤说：“现在的情况是，
维权基本靠个人，而且困难重重。
面对随时会死亡的命运，他们做
出 什 么 事 情 来 都 是 有 可 能
的……”

2011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公
益项目启动，到2013年7月31日，大
爱清尘累计筹款9354482 . 41元；累
计救治患者759人；累计助学263

人；累计发放制氧机236台。
大爱清尘志愿者陈华洋介

绍，尘肺病有开放式疗法和保守
疗法两种治疗方式，保守疗法时
间长，且花费几十万未必能治得
好；开放式疗法即洗肺，对尘肺一
期、二期患者效果较明显，可减轻
病痛，延长寿命。大爱清尘为每位
患者提供一万元的专业医疗救
治，可以洗一次肺。

王克勤说，将救治额度定在
不超过一万元，是一个非常无奈、
非常纠结的决定，因为民间救助
最缺的就是“钱”。“为600万尘肺
病农民工提供最低的一万元洗肺
手术费，就是600亿，每人10万则是
6000亿！任何一个民间公益组织
都扛不起这个担子。”

“尘肺病是工业化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问题，美国在上世纪30

年代、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消
灭了尘肺病。我们这么庞大的一
个经济体，也一定能解决这个问
题。”在具体时间表上，王克勤谨
慎表示，“我相信再过20年，总会
有个好结果。”

王克勤所说的好结果，就是
由国家通过立法和制定公共政
策，来接盘600万尘肺病患者的治
疗和生活保障问题。

为什么要由国家接管尘肺病
患者？王克勤讲述了欧洲的经验，

“尘肺病是人类工业史上的老话
题。19世纪中叶，欧洲大面积出现
尘肺病劳工，成为很严重的社会
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时，难
题出现了，责任主体即伤害主体
难以确认，因为大部分劳工是‘流
动作业’，到底是哪座矿山、哪个
老板的粉尘把你的肺搞坏的？欧
洲社会有了一个共识，尘肺病是
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时候
得的，甚至由此被剥夺了健康和
生命。尘肺病是一个职业病，国家
理当偿还。于是欧洲在19世纪末
推出一系列公共政策，由国家通
盘接管所有尘肺病救治。”

王克勤说，参照欧美的经验，
大爱清尘旨在通过公益救助、宣
传、调研等，引起社会各界对尘肺
病患者的关注和救助，让“尘肺
病”这三个字成为中国的公共话
题，最终推动国家立法和公共政
策的出台，既解决尘肺病患者的
救治问题，也通过立法和监管，督
促企业改善工作环境，从根本上
消除尘肺病。

张海超以开胸验肺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维权。（资料片）

从4年前在绝望中
开胸验肺，到今年6月底
在无锡移植双肺。“开胸
验肺第一人”张海超终
于在8月1日出院，重新
开始一段依旧前途未卜
的新生活。

这4年，张海超一直
在维权——— 帮助与他一
样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
兄弟维权。

但重获人生的张海
超依旧迷茫。8月9日，在
与齐鲁晚报记者的对话
中，张海超说，他相信法
律，但不相信执法；他不
赞成尘肺病患者用极端
手段维权，但又找不到
更有效的路子救他们、
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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